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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王宏强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730020)

  摘 要: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

“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

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

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
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

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

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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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指出,韩非子

“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1](P9~10)。韩非

子所“归本”的“黄老”到底指什么,长期以来是一个

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随着上世纪70年代湖南长

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学界大致认

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论“道家”即是黄老道

家。①黄老著作以《黄帝四经》(或称《黄老帛书》《黄
帝书》)和《管子》四篇为代表,还包括《尹文子》《文
子》《鹖冠子》《庄子》相关篇目以及近年出土的黄老

文献等。[2](P26)韩非子治道学说中的道理、道法、因
循、虚静、无为、刑名、人情等观念和学说无不深受黄

老道家的影响。②本文试图通过梳解韩非子“因情而

治”的内在逻辑,进而分析韩非子“因情而治”的黄老

学渊源,力图进一步呈现韩非子“归本于黄老”的
形态。

  一、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

先秦诸子在设计“治道”时往往以某种人性论作



  ① 韩非子主要以“人情”来认识人,大概因为“人情”可“参验”,毕竟“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先秦时代虽然“性”“情”每

每互用、连用,但二者仍然有别。约略而言,在表达人性、人情之时,性侧重人的内在方面,情则更偏向于人的外在方面。郭店

楚简《性自命出》《语丛二》、上博简《性情论》较早有意识地将“情”“性”分开,《荀子·正名》进一步指出:“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礼记·礼运》亦谓:“何谓人情? 喜、怒、

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性情皆是人所天生俱有的东西,只不过相对“性”而言,“情”主要指从“性”之根源处流露出来

的诸如情感好恶及其相应的行为表征等。“性”难以视、难以知,而“情”可观、可感。参见王宏强《韩非子治道思想研究》第19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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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预设,韩非子亦不例外。与儒家每每以善恶

的道德判断来思考人性不同,韩非子则主要以人情

之事实来认识人,从而为其治道设计提供人性论基

础。韩非子虽然偶尔以性论人,① 但更多的是以情

论人。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

时表现出的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的情态,《韩非子·
奸劫弑臣》篇对此有一概括表述:“夫安利者就之,危
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3](P98)面对安全有利之事物

就去追求,面对危险有害之事物则选择规避,此乃人

之真实情态。《韩非子》有关人情的其他论述皆可视

作对此语的注脚。
与儒家“罕言利”[4](P319)不同,韩非子甚多言利,

其人情论恰恰以人处理利害得失的功利考量为核心

内容。首先,韩非子认为欲利之心是人出于生存和

生活这一基本需求的本能反应,毕竟“人无毛羽,不
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
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3](P147)。其

次,韩非子认为社会关系皆是利来利往的人情往来。
《韩非子·备内》:“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

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
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
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3](P116)韩非子通

过医生和造棺材两种不同职业人士对人之生老病死

的不同态度,来说明利害考量才是社会关系的根本。
《韩非子·说林下》:“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

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鳣,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
为贲、诸。”[3](P186)尽管形似蛇的鳝鱼和貌似毛虫的

蚕往往令人心生恐惧,但因受利益的驱动,捕鱼者和

养蚕者能够超越这一本能恐惧而选择持鳣和拾蚕。
韩非子还极为冷酷地指出,家庭内部至亲之间亦不

乏利害考量的因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人为

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

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
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3](P186)子女在长大后往

往埋怨父母对年幼时的自己抚养不周,而父母亦在

年迈体衰时会责怪子女赡养不力,作为至亲关系,父
母与子女之间或埋怨,或责备,皆因抱着相互依赖的

心理,认为对方未能周到地照顾自己,甚至于父母

“虑其后便,计之长利”,或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

之”的行为。韩非子对此明言:“父母之于子也,犹用

计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3](P417)韩非子

通过展现此种极端情形,恰恰意在说明趋利避害之

“人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韩非子讨论人情最终归结到了君臣市交,意在

说明君主与所有臣民之间亦是一种利益之交。《韩
非子·备内》:“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
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

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

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

私……。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

其私……。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

余无可信者矣。……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

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

死也。”[3](P116)在先秦诸子中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

上,韩非子对君臣关系的这一认识大概是最直白也

是最具特色的。韩非子将君臣关系的温情面纱悉数

揭去,认为臣民之所以保持服从,关键就在于君主所

拥有的巨大威势使然。但与此同时,战国以来伴随

君主权力不断强化,君主的权位也更加受到臣僚尤

其是近旁重臣的觊觎,任何人只要占据君位这一权

力制高点,那么他就可以控制治下之人而毋需听命

于任何他者。[5](P161)于是,君主权位成为人人欲得之

大利。正因如此,韩非子一再提醒君主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君臣之间只是一种基于利益的权力博弈关

系,“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
计也”[3](P128)。

既然君臣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皆是基于利害考

量的利益关系,那么君主若要实施高效统治,就必须

正视这一人情实态和社会现实。《韩非子·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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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
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3](P430~431)这既

是韩非子法治学说的总纲领,亦是韩非子因情而治

的经典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因情”是《韩非子·八

经》篇所载治国之“八经”的第一经。陈启天指出:
“凡理法之不可易者,通称曰经。又凡以经名者,皆
词约而义博。八经之得名,以本篇所言有八术,为人

君治国所不可易者。”[6](P150)足见因情而治在韩非子

治道思想中的重要性。韩非子认为“法能乎人情,关
乎治理”[3](P476)。这不仅意味着“法”之赏罚立足于

“人情”之好恶,力图以外在他律的一系列制度设计

使人不敢为非作恶,起到劝善止奸之效;而且也意味

着在立法之时就须“因人情”(而不是事后滥施刑赏),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3](P205),盖是之谓。

先秦时代“因”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顺随、因任

之意,与缘、顺、依、循、遵、任、随相近。《广韵·真

韵》:“因,缘也。”《广雅·释诂四》:“缘,循也。”《说
文·彳部》:“循,行顺也。”《字汇·彳部》:“循,顺也,沿
也。”《篇海类编·人事类·彳部》云:“循,依也。”高诱

注《淮南子·泛论》:“循,遵也。”《庄子·齐物论》: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成玄英疏:
“因,任也。”二是依靠、凭借,与“乘”“恃”等相近。
《说文·口部》:“因,就也。”段玉裁注:“‘就’下曰:
‘就,高也。’为高必因丘陵,为大必就基趾。”《国语·
郑语》:“其民沓贪而忍,不可因也。”韦昭注:“因,就
也。”[7](P116)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因”其实都归结于

顺应(而不是违逆)所“因”之对象的真实性情和原本

样态。《逸周书·常训》“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朱
右曾集训校释曰:“顺,不逆也。”[8](P2491)《说文·页

部》:“顺,理也。”段注:“理者,治者治玉也,玉得其治

之方谓之理,凡物得其治之方皆谓之理,理之而后天

理见焉,条理形焉……顺者,理也。顺之所以理之,
未有不顺民情而能理者。”[9](P418~419)由此可见,韩非

子因人情的基本含义就是君主治国理政之时,首先

应当顺应(而非悖逆)人情,顺应人对功名利禄的欲

求心理及其趋势以实施爵禄之赏,利用人对严刑峻

法的恐惧心理以实施刑罚,即“赏”顺应人情之“好”,
“罚”则对应人情之“恶”,通过赏罚就可以引导和规

范人们的言说行动,使一切私行处于国家法度的轨

道内。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那么禁约法令就可以

建立起来,治道也就完备了。
韩非子“因情而治”的治道方略,是“缘道理以从

事”的具体体现和必然逻辑。在韩非子那里,“道”尽
管仍具有万物之始和弘大而无形的特性,但往往通

过“理”的中介而可以被明确认知和切实把握,着重

展现事物的独特性状和规律法则等。《韩非子·解

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
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

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
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

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凡

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3](P146~147)

“道”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根据,“理”则在万事

万物中具体展现了“道”的属性,往往表现为方圆、短
长、粗靡、坚脆、大小、轻重、白黑、柔弱、死生等。韩

非子通过以“理”释“道”,展现出有形世界中事物的

具体规定性和可知性,因此“理定而物易割也。……
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

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3](P152)。每种

事物皆有其相对固定的理,即定理,由于每物皆有其

定理,人们才容易理解和把握该事物(“计会”)。每

种事物所内含的独特定理也就是该事物的规矩,因
此“万物莫不有规矩”。[10](P104)经由“理”的中介,“道”
成为完全可以被认识、把握和利用的对象,“道”因而

每每被韩非子直接称作“道理”,并认为“缘道理以从

事者无不能成”,反之“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

子诸侯之势尊,……犹失其民人”[3](P136)也。“缘道

理”之“缘”意即“因随”,属于“因循”的一种。[11](P198)

缘道理就是因循道理。韩非子明言:“因事之理,则
不劳而成。”[3](P210)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社会关系

中人人皆有趋利避害之人情,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重

要的事理。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其中

“必”字恰恰表明统治者必须正视人人皆有人情这一

重要事理。因为伴随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君主以一

人之智力难以应付举国的繁杂事务,于是就需要有

一简单易行的方略,既可以克服君主智力不足的弊

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

治道设计恰恰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

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

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实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

活的整齐划一。
因情而治之所以可行,关键就在于“君道无为而

臣道有为”的制度设计,反过来,“君道无为而臣道有

为”亦是因情而治的内在必然要求。韩非子首先从

“道—万物”的视角烘托出了“君不同于群臣”的政治

原则。《韩非子·扬权》:“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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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
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
故曰一。”[3](P332)韩非子这里将“君不同于群臣”与
“道不同于万物”等相并列,无形中将君主神圣化,在
抬高君之超绝地位的同时,亦将群臣置于被君主绝

对支配的地位,适如“衡”可称轻重,“绳”可量出入,
但轻重、出入决不能等同于衡、绳一样。韩非子进而

主张君主无为于上,在“守法责成”[3](P331)中通过顺

应人情,因循臣民之“能”,使群臣和民众安分守职和

有为于下,从而实现高效治理。韩非子的“因情而治”
切合了战国时代官僚制度下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

在人才选任标准上,韩非子主张“因能而使之”。
《韩非子·主道》:“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
是谓习常。”[3](P27)所谓“因能而使之”就是指因循人的

不同才干而加以使用,将其置于能令其发挥最大效力

的位置上,“因能而使之”亦即“程能而授官”,“程”即
考课之意,要切实做好因能而授官,首先就得考核其

实际才能进而依据其能力授予相应职务。[11](P202)

在人才选任原则上,韩非子主张“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韩非子·说疑》:“圣王明君……内

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3](P405)这既是对宗法贵族

政治的扬弃,又是对官僚政治的回应,试图弱化身份

差异对官僚政治的可能影响,主张只要具有“明法”
“便国利民”之能,便“不羞其卑贱也”。[3](P405)

在人才考课和监督上,韩非子主张“循名而责

实”。“名”“实”在先秦时代具有复杂的含义,但在韩

非子这里分别指臣僚之所当为和所实为。《韩非

子·主道》:“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

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

当其言,则诛。”[3](P30)臣僚若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职事

即名实相符,则受赏,反之则受罚。韩非子还指出:
“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

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
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3](P41)“功大者

亦罚”,就是力图将臣僚的言行悉数纳入与君主“名”
“法”保持完全一致的轨道,以尽可能地防范臣僚法

外行私为奸。[12](P169)然而重臣往往无法被明法所完

全制伏,于是君主对重臣的监督往往需要不择手段

地使用权谋手段,以使重臣回归“循令而从事,案法

而治官”[3](P78)的轨道。
君主通过“因情而治”使官僚系统“贤材者处厚

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官贤者量其能,赋
禄者称其功。是以贤者不诬能以事其主,有功者乐

进其业,故事成功立。”[3](P57)《韩非子·用人》亦谓:

“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

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
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

乱,外无马服之患。”[3](P204)官僚系统中的各级臣僚

因能而授官,皆服于上,遵守法度,贯彻政令,下理民

情,服务于富国强兵战略。
韩非子认为:“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

不治民。”[3](P342)意思是英明的统治者通过治理官僚

系统来实现对社会和基层民众的有效治理,因此“圣
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3](P342)。在战国时代,
农民与战士对于富国强兵战略最为有益,因此韩非

子主张:“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

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3](P352)通过功名

利禄的诱导和严刑峻法的威慑,使民众在农战中获

得实实在在的名利回报(例如秦国实施军国爵制对

秦民进行规范和引导),实现“富贵之门”必出于农

战。韩非子对民的因情而治与商鞅颇多一致,但反

对商鞅“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

为医匠也”[3](P400),这其实也反映出韩非子主张对民

众的治理亦要因情、因能。
最终,通过“因情而治”,君主将治下臣民之智慧

与力量悉数聚拢,形成了有益于强力统治的巨大合

力。《韩非子·功名》:“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
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3](P101)君主之所以能

够被天下一力以共载,众同心以共立,关键就在于君

主对臣民各有所需的人情之势加以规范和引导,使
臣民在得到相应功名利禄等物质回报的同时,将言

说行动悉数调整到合乎法度的范围内。也正是通过

因情而治,牢牢掌控赏罚权柄进而控御了人情之所

向,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君主尽管德性平庸、才智

有限,但却可以“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

为己听”[3](P101),步调一致地服从于上,进而取得“用
力寡而功名立”[3](P198)的政治效果。君主以“因情而

治”的方式,使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3](P44),在
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出

智慧和才干,而君主在臣民的具体作为中却保持“无
为”姿态。

  二、韩非子“因情而治”的黄老学渊源

司马迁认为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

于黄老”。《史记》中“黄老”内涵颇为复杂,不过若从

现存黄老文献看,韩非子的许多观念确与黄老道家

颇有渊源,其中韩非子提出“因情而治”的治道方略,
显然受到了战国中后期黄老思潮的影响。首先,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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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凡物流形》、《黄帝四经·经法》《管子·心术上》《尹文子·大道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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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也往往从人情的角度审视人性,不少表述与韩非

子极为相似。比如《管子·禁藏》:“凡人之情,得所

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3](P1012)

《尹文子·逸文》:“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
此众人之大情。”[14](P456)《慎子·逸文》:“人情每狎于

所私。”[15](P106)这些表述与上引韩非子论人情之语如

出一辙。许多黄老人物认为,利益以及对利益的取

舍是人在处理人际物我关系时的基本考量,甚至于

人际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利来利往,面对有利之

事“四方从之,唯恐后至”[16](P188),乃至“至世之衰,父
子相图,兄弟相疑”[16](P294),“非不相爱,利不足相容

也”[15](P88)。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与韩非子在论述

“人情”时往往归结到君臣关系。《黄帝四经·称》:“不
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泊(薄)者,弗与犯难。故以人

之自为[也,不以人之为我也]。”[2](P353)《尹文子·圣人》
篇载田骈言曰:“人皆自为,而不能为人。故君人者之

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用。”[14](P456)这里的“自
为”与韩非子的“自为”(人“皆挟自为心”[3](P274))有些相

似,均凸显了人为了自己的本能反应。黄老道家虽

未如韩非子一般直白地指出“君臣之交计也”,但显

然洞悉战国中后期君主若要实现高效统治,就必须

正视维系君臣关系者乃利益纽带(而非宗法血缘)这
一基本事实。

既然为了实现高效的国家治理和官僚治理,君
主就不得不重视现实的人情,那么该如何对待人情

呢? 对此,黄老提出了“因”的概念。《慎子·因循》: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

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
不厚者,不与入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

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

用矣。此之谓因。”[15](P25~26)此处关键在于“化而使

之为我”,注云:“自为,即为自,为自己。此言人皆为

己,有自私自利之心,顺应其心,则可为我所用;若违

背人情强而使之为我,则必不为我所用也。”[15](P27)

可见,承认人之自为,只是手段;如何化而使之为我

(君),才是目的,而“因人情”正是实现“化而使之为

我”的方式,在利用别人时,务必要以爵禄之赏以满

足其自为之心,而不可一味地强迫使其就范。司马

谈 《论 六 家 要 旨》认 为 黄 老 道 家 “以 因 循 为

用”[1](P3292),此处“因循”的主要对象就是人情(因循

的对象另有“道”“理”“时”“俗”“物”,但这些往往都

归结到因人情上)。
陈丽 桂 认 为,“因”是 黄 老 道 家 的 “核 心 精

神”[17](P106)。黄老道家的“因”主要是指君主在治国

理政过程中,避免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按照客观规

律来治国理政。部分黄老及法家认识到,趋利避害

的人情正是君主在治国时需要加以因循的一种规

律。在这一意义上,“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是一个

极具包容性的哲学思考。若为政者能真正因循和随

顺人情,彻底认同社会成员的自主自为,并为这一自

主自为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那么这样的社会虽不

一定最好(人类生活之好并无上限),却不至于太坏。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可以追求好的物质生活,
还可以追寻有关人之为人的精神生活。不过,黄老

以及韩非子所关注的则是君主通过“因人情”使人们

在自我利益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使其形成尊君、
守法、事上的习惯,从而形成有益于君主统治的强大

合力,君主尽管无为于上,但却通过体道、守法、循名

责实进而掌控人情,实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

多”[1](P3292)的高效治理(韩非子“因人情”的强力支配

倾向比黄老鲜明得多)。
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即“因”的主体、实施过程

和最终结果来说明黄老“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进而

说明这恰恰是韩非子“因情而治”的重要理论渊源。
首先,黄老道家往往以“道”来神化和圣化君主,

并推衍出君主是“因人情”的唯一主体。“名”在黄老

中颇为重要,只有当“名”确立后,“法”才可能发生作

用[18](P325),不过在黄老那里,“审名”工作只能被“一
言而万民利”、能令人“无所逃迹”[2](P10)的圣人和执

道者所独享。①《黃帝四经·经法》:“帝王者,执此道

也。”[2](P134)这里隐含着现实的君王们应持守黄老之

“道”的应然追求,尽管现实中君王们其实并不符合

黄老道家对理想之君的要求,但黄老始终认为执道

者只可能从现实中的君王们(而不是从臣僚和民众)
中产生。既然执道者等同于高高在上的君王(哪怕

该君王只是理想之君),那么君主便可以“道”之名义

垄断一切权力。这既保证了君王无人敢挑战也无人

敢怀疑的绝对地位,又巧妙地将君主凌驾于现实一

切秩序之上,于是君主不再“成为被评价、被考察的

对象”[18](P434),而处于永远有利的地位。黄老和韩非

子的“道”论均受到老子的影响,然而在“道”与“圣
人”的关系上却与老子有所不同。在老子那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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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万物”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
谓玄德”[19](P254),“玄德”的要义在于“道”对万物不

主宰、不强制,任由万物自生自化,“道”没有自己却

反而成就了万物。[20](P153)[21](P86)“道”的这一“玄德”
所对应的正是圣人之“无为”,在老子看来,效法“道”
的“圣人”在“无为”中不干涉、不控制百姓,使百姓能

够自生自化,自主作为。在黄老那里,圣人尽管效法

了“道”从而使“百姓被其利”,但黄老的圣人主要是

“守法而治”前提下实行“无为”,“圣人行其所行”的
关键就是“不为一人枉其法”[13](P790),此种“无为”具
有自上而下的支配力和控御指向。黄老的“圣人—
百姓”论,与韩非子所说的“道不同万物”“君不同于

群臣”的致思路径,颇为相似。在韩非子那里,正是

通过“道”的烘托,君拉开了与群臣的距离,使君主的

权力威势成为一种无可辩驳的压倒性力量,君主高

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看似“无为”,但却通过“法”在内

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实现了高效的国家治理。君主既

已独断了“道”,那么君以外的所有人便无法直接体

道、得道,只能够对道之化身———圣君保持服从。上

博简《凡物流形》:“百姓之所贵唯君,君之所贵唯心,
心之所贵唯一。”[22](P270)一者,道也。[23](P80)黄老道家

及韩非子通过这一思路极力推崇君主的地位,将君

主神圣化为近乎全知全能型的人物,同时又极力压

低君以外的所有人。“贵贱有恒位”[2](P25)“尊君卑

臣”[16](P60),才是黄老道家及韩非子以“道”论“君”的
归结点,韩非子更进一步主张近乎绝对的君臣关系。

其次,“因人情”的实施过程有两项重要工作,一
为定“名”制“法”,二为审合形名、参验是非。所谓

“名”和“法”本质上是君主制定并且自称合乎“道”的
一系列制度、规则、名分及其背后隐含的秩序规

定。[24](P354)在《黄帝四经》中,“名”的重要性超过

“法”,只有“名”确定后,“法”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这
是黄老比法家更为深刻的地方。《黄帝四经·称》:
“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

物将来,其刑(形)当之。建以其刑(形),名以其

名。”[2](P345)当“道”下落至“物”,形而下的世界开始

呈现时,“建以其形,名以其名”乃是首要工作,这样

万物才有可能得到区别、认识和管理。[25](P173)制定

“名法”之后,需要审合形名,参验是非。《黄帝四

经·论约》:“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

始起,审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

(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

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

失理,论天下无遗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

化之。之胃(谓)有道。”[2](P173)作为黄老道家的经典

文本,《黄帝四经》中的“名”“刑”在表示规定的应有的

位置时,均表示一种理想中的秩序,并无《尹文子·大

道上》所言“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那样的

主次关系。[26](P159~160)在黄老看来,执道者审合对象

之“名”是否处于合乎秩序的位置,进而通过确定对

象是否“名正”,就能够预料到对象之“死生”“存亡”
“兴坏”。执道者若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话,那便是

给予对象与其“名”相应的赏罚。[26](P1686~169)“居则无

法,动作爽名”,便“僇(戮)受其刑”。[2](P269)由于“名”
表征着一种理想的秩序,因此“名正则治,名倚则乱,
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13](P252)。韩非子进一步将黄

老极具抽象性的形名论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韩
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

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

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
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

参同,君乃无事焉。”[3](P26)此处“名”主要指臣僚之

“言”,“形”则指臣僚之“事”,即实际作为。君主以臣

僚之“言”考课臣僚之“事”,这就是官僚制度中的督

责之术,意在使臣僚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保质保量

地完成职位所规定的职事。“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

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通过审合形名就

可以实现以一御多的高效治理。在此过程中,君主

虽未事事亲为,但却通过一系列的治道设计调动臣

民的积极性,使臣民在“名法”的规范和引导下具体

而为。这也是黄老及韩非子“无为”的重要内涵。
黄老“因情而治”的理念蕴含着鲜明的社会分工

和君臣分职的认识。《管子·心术上》:“心之在体,
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

循理。……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君,无代

马走,无代鸟飞。”[13](P766)慎到认为:“君臣之道:臣事

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
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

也。”[15](P32~33)申不害认为:“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
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14](P445)君
主看似“无为”,但却在分职和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因

循和利用臣民之人情从而能够实现治天下的政治理

想,这便是黄老基于君臣分职的因循之道的关键所

在。韩非子进一步明确指出:“至治之国,君若桴,臣
若鼓,技若车,事若马。”[3](P208)与黄老之“无为”颇有

不同,韩非子的“无为”除了强调君臣分职基础上的

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之外,还蕴含着鲜明的政治威

慑力。《韩非子·主道》:“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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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曹峰先生认为《黄帝四经》的人性论是“有害论”,这种性害论为黄老形名法度的必要性提供了论证。黄老主张通过

外在强力的范导使“有害”之人欲合乎“极”“当”“度”“数”“称”。曹先生还指出《黄帝四经》的“人性论”与荀子的人性论颇为相

似。参见曹峰《<黄帝四经>法思想的人性论基础》,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0辑)第526~544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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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
君不躬于智;贤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

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

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

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3](P27)在韩

非子那里,君主可以随时随地且神秘莫测地运用一

切手段来考课臣僚,于是君主尽管“无为”于上,但群

臣终不免战战兢兢地臣服于下,臣僚尽管是贤智之

士,但最终结果只能是君主名利双收,臣僚们不得不

抱着待罪意识奴事王廷。黄老及韩非子基于君臣分

职的“无为”理论,顺应了战国中后期官僚制度逐渐

建立背景下君主如何高效管理官僚的现实问题,对
现实中的君王们而言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最终,经由对“人情”的调动和控御,君主将臣民

导向尊君事上、为国效力的轨道。黄老的“因人情”
当然有使民众获利的内涵,在战国时代,民众追求丰

衣足食,厌恶饥寒交迫,此乃最基本的“人情”。任何

一个稍有理智的统治者,首先就得使治下民众有基本

的生存和生活保障。这也是先秦诸子颇为重视的“民
本”“爱民”“利民”的关键所在。不过黄老“因人情”的
另一面,则是利用满足人的种种欲望来形成对民众的

支配。尽管黄老认为“人欲”是“四害”之一[2](P5)①,但
只要臣民之欲能够被控制在形名法度的范围之内,
那便是无害的。黄老还认为臣民追逐功名利禄的欲

望越多,就越有利于臣民为君主所用,“人之欲多者,
其可得用亦多”,“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

之可得用亦无穷”[27](P53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
文所引《慎子·因循》《尹文子·大道下》之语值得再

次玩味:“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

用矣”,“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

用”。君主通过“因情而治”,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追求

名利的需求并因循了各自才能,所以臣民在保持服

从之时甚至不认为受到了控制。《黄帝四经·经

法》:“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
下无适(敌)。”[2](P87)在战国中后期,无数民众被纳

入富国强兵的战略轨道,但却能够“乐为其主上用”,
甚至于“民无它志”而一心戮力于“守单(战)”[2](P60),
正是由于列国统治者或多或少地暗用了“因情而治”
的治道原则。民众在自认为是为了自己(“自为”)之

时,恰恰满足了在列国纷争局面战争动员和备战攻

伐的政治需要。可见,黄老及法家的“因人情”确为

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17](P166)。
与黄老颇为不同,韩非子将“因人情”这一高超

的政治艺术主要运用于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中。他

深信,君主只有首先洞悉群臣时时处处在窥探君心、
觊觎君权这一最大“人情”,“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

也,为重利之故也”[3](P43),“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

也,无须臾之休”[3](P115),才可能认识到伴随着权力

的集中化和战国后期政治高层权力博弈的复杂性和

残酷性,才能更加清醒和冷静地治理官僚系统,管理

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而实现君尊臣卑、贵贱有序的强

力统治。韩非子“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远比黄老

道家在“天—地—人”宏大视野中的治道构想更具操

作性。

  三、结语

先秦诸子往往基于某种人性预设而建构出相应

的治道方略和治世理想。韩非子通过聚焦于人情来

凸显人在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所表现的好恶取

舍,所谓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

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韩非子的人情世界俨然

成为充满算计之心的名利场,身处这一人情世界的

人最关心的是如何追求名利和规避危害。“因情而

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

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

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

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智力不足的弊端,又能

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

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守法责成,以“因情

而治”的方式使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

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环境下为国家贡献智

慧和才干,而君主则在臣民的具体作为中保持着“无
为”姿态。

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

老那里。在黄老看来,君主通过“因人情”使人们在

自我利益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使其形成尊君、守
法、事上的习惯,从而形成益于君主统治的强大合

力,君主尽管无为于上,但却通过体道、守法、循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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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进而掌控人情,实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的高效治理。不过黄老“因情而治”的治道方略是在

“天—地—人”的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具有鲜明的“推
天道以明人事”[28](P1)的倾向;韩非子的“因情而治”
则主要在君臣关系的维度展开,具有极大的可操作

性。黄老的“因情而治”具有和顺温润的特点,而韩

非子“因情而治”则具有刻薄阴鸷性[29],其治道指向

于近乎绝对化的君臣关系以及基于这一绝对关系的

强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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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ternalLogicofHanFeizi’sGovernanceAccordingTo
HumanfeelingsandtheoriginofHuangLao’sTheory

WangHongqiang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China)

Abstract:HanFeizi’shumanfeelingsmainlyrefertothetruemodalityofseekingadvantagesandavoiding
disadvantageswhendealing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peopleandthings.Thedesignofgovernancebased
onemotionhelpsthemonarchtoconformtoandmakeuseofpeople’sbehaviorandpsychologicaltendency
ofseekingadvantagesandavoidingdisadvantages.Onthebasisofcontrollingandcontrollingthehuman
feelingsofthesubjects,thepoliticalaffairsandsociallifecanbeunifiedefficientlyandconveniently,which
cannotonlyovercomethedisadvantagesofthemonarch’slackofmoralityandintelligence,butalsorealize
theefficientgovernanceofsimplicityandcomplexity.Theinherentrequirementofgoverningbyemotionis
thatthemonarchdoesnothingandtheministerdoessomething.Thesubjectsusetheirabilitieseverywhere,and
contributewisdomandtalenttothecountryintheperformanceoftheirduties.Themonarchmaintainsa
“inaction”attitudeinthespecificactionsofthesubjects.ThetheoreticaloriginofHanFeizi’sruleby
emotionisHuangLaoTaoism.HanFeizishrinksHuangLao’srulebyemotionbasedonthegrandvision
ofheaven-earth-peopletothedimens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onarchandministertoassistin
strong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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